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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 礼 — 乐 ”与美学学科形态
劳承万

摘

戚

锰

要：美学是西方文化的学科，且从属其哲学体系，曰： “哲学之美学”； 在中土文化中没有此等学科，因中西文化属异

质文化，故既无此等哲学，更无此等美学。若在观念形态之对应性上寻求，那只有礼乐文化中之“乐”学。西方美学成为
一门对峙于逻辑学的学科，虽是由鲍姆嘉通确立，但其久远的总根源却是柏拉图“理型论”中之“美本体”，与亚里士多德
四因说中之“形式”审美论。西方文化是逐物文化，对“物”（ “存在”之直观性） 之追根求源，极为审察（ 本体论 / 形而上学
即是） ，故极重物之根系的存在形态。理型论可谓根系之“独体结构”，四因说可谓根系之“联体结构”。据于前者，以明
唯有根深才能体大（ 高大） ，故“全部西方哲学皆是其注脚”； 据于后者，以明唯有根系宽广，形姿才能婆娑，故“摹仿论概
念在西方雄霸了两千余年”。此是其抽象式之颖思，若移至中土而论学，由前者则必然指向由圣人汇聚而来之德性总根
系，由后者则必然指向儒家建构心性哲学之三联式（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故中土之乐学，必依经学精神（ 圣人之
德性精神） 为总根源，以“诗—礼—乐”之联体流程为建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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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构美学学科形态之理论前提与方法论
西方哲学的起源虽然很早，但其定型 （ 观念团块 ） ，却是柏拉图的“理型论 ”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
獉獉
獉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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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虽是师徒之二论，但在创造性之根系样式上，却有观念类型 上的极大差异。 怀特海说，全部西
獉獉獉獉
方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其实即是“理型论”的注脚。 由此，足见这“理型论 ”在西方文化中植根 之深
獉獉 獉
远。“理型论”是什么？ 人言言殊，但共识却是： 西方哲学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直接发源地 ，或者径直的
獉
说，就是西方哲学走向根系穷玄探源之本体论和形而上学 ，这是理性上帝化之终极辉煌。由此即可见出
西方文化的深远之植根。亚氏四因说（ 形式因、材料因、动力因、目的因 ） ，西方人没有高度重视，但牟宗
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中，几乎看作是人类文化（ 生活实践 ） 根系布局组成之总图式，故车尔尼雪夫斯基
说，亚氏之“摹仿论”在西方雄霸了二千余年。 所谓“摹仿 ”，是人对物之“形式 ”模拟，表现理性之客观
化功能。柏、亚二氏之论，在西方文化发生、发展的深广度方面各占优势。 西方文化是向外“逐物 ”的文
化。物有植根之纵向根深问题，也有植根之横向布局问题。如果说，柏拉图之论，是指向文化发生之纵
獉獉
獉獉
獉
向根深问题，那么，亚氏之说，则是指向文化生成关系图式、结构，属横向 布局问题。 用植物生态学的观
獉獉獉
獉獉
点来说，前者，是纵深的“独体”结构（ 令树高万丈 ） ； 后者，是横向的“联体 ”结构 （ 令树姿婆娑四方 ） ； 从
哲学范式上说，前者，属本体论之穷玄探源问题； 后者，是认识论图式中诸关系问题。但哲学范式有民族
类型之局限性，而植物生态学之物的比喻 （ 根系之独体结构与联体结构 ） ，却有民族文化生态功能之共
同性。本文弃其局限性，而取其共同性。
中国文化是心性文化，其起源比西方更为久远。而其定型（ 观念团块） ，却是后世之“六经”（ 诗书礼
獉獉
乐易春秋） 。这是心性精神之横向布局，而其深根则在漫长历史中汇聚成的“经学精神 ”中。“经学精
神”是什么？ 那就是由圣人系列之十六字心诀 （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执其中 ） 积累而来的
根系深远的“德性”精神（ 唐君毅说： 中国民族“是智慧源于德性”，西方则反之） 。此“根”不是外“物 ”之
根，而是中国民族“心性”之根（ 《尚书》曰“正德”； 《大学》曰： “明德 ”） 。 故此根系，则更为深远 （ 盘古开
天，浑身都是贡献； 夏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此即圣人之大德也 ） 。若无此根系，则无六经矣。 此根
系即是中国文化发生中之“独体 ”结构。 而其“联体 ”结构 （ 心性之德 ） ，则是六经中之“诗书礼乐易春
秋”（ 展开心性仁德之不同方式） 。
西方美学作为一门对峙于逻辑学的正式学科 ，是由鲍姆嘉通确立的。 但西方美学的总根源却是柏
拉图理型论和亚氏四因说 （ 即“材料—形式 ”之关系中。 席勒说： 事物的实在，是事物的作品； 事物的形
獉獉
獉
式，是人的作品。故“形式”是西方文化聚焦的领域 ） 。 柏拉图有“美本体 ”（ 对峙于美的现象 ） 之论，亚
獉
氏有“形式”说（ 对峙于康德“现象”论） 之审美论（ 亚氏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便提出了他的重大美学观
念： “美的主要形式、秩序、匀称与明确 ”） 。 后者统辖了近两百年全部西方美学的主要特征与观念。 总
之，“美本体”论与“形式”审美论二者构造了西方美学之整体视界与植物生态学根系发生之独体与联体
之整全结构。此对学科形态建构，足可为范也。
在中国心性文化中，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美学 （ 近百年来的移植，是西方美学在中国，不属中土的东
西） ，只有“礼—乐”文化中之“乐”学（ 礼由外作，乐由中出，六经中亦贯之有“乐”） 。“乐”从何处来？ 从
表层上看，由礼而来； 从深层看，由德而来 （ 礼由德而生 ） 。 如果从其整体历程来看，则是孔夫子儒家心
性之学的建构过程，曰：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此“诗—礼—乐”之流程最后凝定为“乐 ”之至高
至圣境界，则是王阳明所说的“乐是心之本体”。“乐”一旦成为中国人“心之本体”，则意味着一门以乐
为中心的心性学科成立之可能性已经存在了 。
中国心性文化中作为独体结构之“德性”，其本身就是一种“乐”，即易经说的“乐天 知命 ”也。 德性
獉獉
是中国人之生命灵魂，故有儒道两家之“人生艺术化 ”与“艺术人生化 ”之二向一体说。 此中之“人生 ”
者（ “人者仁也”） ，即道德也，亦艺术也。故“道德 （ 人生） —艺术”间是贯通一气的（ “智慧源于德性 ”） 。
在六经中使之成“乐”的联体结构，则是“诗—礼—乐”三联式（ 《易》含众理，《春秋 》断道德是非，书经是
史亦礼也，皆分别融化于此三联式中） 。此等三联式，突显心性流程中之“兴 （ 诗 ） —立 （ 礼 ） —成 （ 乐 ） ”
獉
獉
獉
之实践品级与递进层次问题。这是学科根系发生之有序联体结构 。 概而言之，中国民族由圣人而来之
“德性”精神，是中国经学之最高精神 （ 或曰德性精神 ） ，此是一种植根深远的“独体 ”结构，它使中国文
化“山高水长”； 而那凝聚六经的“诗—礼—乐”三联式，则是中国心性文化横向植根、形姿婆娑的联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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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它统辖了中国文化的全幅图像。
以上所言，皆是学科形态的建构中关于根系图式的一种抽象式之比拟 。在西方，有理型论与四因说
的两大类型。前者植根深远，具高远视界，曰“独体结构”； 后者形姿婆娑，是万物生成 的关系图式，其根
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
系曰“联体结构”。这是逐物文化在根系发生处之两种不同的智思类型与突进方式，西方文化这种“高
獉獉
远视界”加上“万物生成之经典性的关系图式”，二者一旦融合，将使西方文化（ 尤其对学科形态之建构 ）
之创新、发展获得牢固的基础。这种西方人之智慧成果，颇有参考与借鉴意义。若移之建构中土心性学
科形态，则必然由西方根系之独体结构，而指向中土圣人汇聚之德性根系（ “智慧源于德性 ”） ； 依西方根
獉獉
系之联体结构，而必然指向儒家建构心性哲学之三联式 （ 诗—礼—乐 ） 。 前者是视界，后者是关系图式。
换一个角度看，逐物之学或植物生态学根系之两种类型 ： 独体结构与联体结构，是一种根系图式 之整全
獉獉獉獉 獉獉
结构。此即唯有根深才能成长高大，唯有根广才能姿态婆娑。这是西方逐物文化之大智大慧。 其逐物
獉獉
獉獉
獉
獉獉
之表层有“形式”境界之妙，逐物之深层有根系求取玄远之乐（ 其哲学本体论与形而上学之探索，或康德
三个设准之探索，即是追逐最后“根源”的探索） ，无“根”何以生物？
西方文化传统是“断裂”型的。柏氏之“理型论 ”与亚氏之四因说，虽在“目的因—形式本因 ”之玄
妙关联上有所波及，但毕竟在发生原点上便有巨大的差异与断裂 。 师徒之论尚且如此，况于其他情况
乎？ 中国文化传统是“连绵”型的，从不中断，如长江黄河，形成浩浩荡荡的“源 ”与“流 ”之大景观。 就
学科形态的总源头与发展阶段来说 ，可以说是“一以贯之 ”的历程。 我们看看汉代陆贾的《新语 》之新
述，即知其大体（ 陆氏之论，于传统学术甚有影响） ，极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土学科形态之根系样式 。
“传［相传］曰： ‘天生 万物，以地养 之，圣人 成之 ’。 功［业］德［化］参［天地人］合，而道术生焉 ”
獉獉
獉獉
獉獉
（ 《新语·道基》） 。
这是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发展之总源头，它具有“天生—地养—圣成”之三相性，而“圣成 ”却是最后
的而又最具关键意义之 功 德。 后 世 全 部 的 文 化 之 道 即 从 此 圣 成 之“道 术 ”而 来（ “道 术 生 焉 ”） 。 故
“天—地—圣”与“道术”是流贯一体的。 其核心与功能，就是“功德参合 ”。 中国文化在发生的源头上
首先便突显了这个“功”与“德”，尤其是“德”性。它既来源于天地，也来源于圣人。
《新语·道基》又曰： “［春秋之后］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指孔子］乃定五经，明
六艺 （ A） 。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得人伦之道的统绪 ］。 宗之天地，纂［集］脩篇章，
垂诸来世，被诸鸟兽［“凤凰来仪 ”，德及鸟兽 ］，以匡衰乱，天人合策［董子发挥为“天人相感 ”］，原道 悉
獉獉
备［高诱注《淮南子·原道》曰： 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 B） 。 智者 达其心，百工 穷其
獉獉
獉 獉獉
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 （ C） 。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文采典雅 ］”。 引文中的 A
獉
獉獉獉獉
点，指明了孔子删六经以立纲纪，正潮流； B 点，是推广以天地圣之大道（ 原道） 治世安人； C 点，是圣人以
歌舞艺术“正风俗、通文雅”品乐于天下。 以上 ABC 三点： “圣人六经一根真原道—艺术 ”血气相连，一
以贯之。从第三点（ C 点） 的“智者”、“百工”之乐及其来源上看，我们即可获得中国文化 （ 学科形态 ） 源
头发生之全幅面貌与真相。故在中国文化中，应该说，在本质上并没有西方“独体结构—联体结构 ”之
区分，只有“形式结构”之别。 故在建构中土学科形态的问题上，我们必须由以上西方之两种“形式结
构”之所示，而进乎中土文化之内，畅通“六经—原道—艺术 ”的内在关系； 而另一方面，也不可混而论
之，“独体”与“联体”在形式结构 上毕竟有所不同，这是两种不同的智慧形式 （ 在中土则是源与流的关
獉獉獉獉
系） 。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知己知彼”而不盲目，是非常重要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往往是由于
在“知彼”与“知己”之特定区间，产生了盲点，此不可不慎也： 有时“形式结构 ”（ 思维形式 ） 之启示，比
“源—流”之俗论，更有妙理、妙悟。
美学是西方文化的学科，如果我们也要在中土建构对峙性 的此等学科，其关键是： 一、要区分文化之
獉獉獉
异质性（ 西方是向外逐物之学，中土是向内之心性识悟之学。 正如中国没有西方式之哲学，只有“人生
獉獉獉
之学”或“心性之学”一样。或曰只有“人生哲学”、“心性哲学 ”一样 ） 。 若混而论之，照搬照仿，则必是
失败的，绝对不会有成功之可能。其可能性之路，只能是寻求那“对应 ”性之路。 二、异质性文化最可参
照的是其智思（ 思维方式） 之大慧（ 即“形式结构 ”） ，而非其物化之产品 （ 成果 ） 。 这是借鉴西方美学来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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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与其相对应的中土“美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参照系与突破口。 目下，美学学科建构之口号连天，
但一不见其中西异质文化之区别意识； 二不见其建构之深远而广阔的根系 ； 更不见其借鉴之妙理、妙悟，
獉獉獉獉
獉獉
一切皆混而论之，即兴成学。这是建构学科形态之大忌也。

二、“诗—礼—乐”之美学（ 乐学） 学科形态
在劳承万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美学（ 乐学） 形态论 》一书中，作者依照古贤先哲之意向题旨，认为
孔夫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泰伯 》） ，是儒家哲学建构庞大体系的纲领，而道禅两家，虽无
“礼”之环节，但其终成之环节与境界，却无法离开心性之“乐 ”（ 儒家主“人乐 ”，道家主“天乐 ”，佛家主
涅槃之“极乐”。又，《阿弥陀经》曰： “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 ‘极乐’［……］其国众生，
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 ’”） 。 故中国心性哲学之“乐论 ”（ 乐学 ） ，确是一门意蕴非常深远的大
学问，足可承担建构一门“心性之乐”的学科形态之重任。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 下简称“诗礼乐 ”三联式 ） ，是一个逐层递进的有机之整体，即“开
端—发展—终成”，具有中国“礼—乐”文化之独创性与生命力。 简言之，中国人的真正心性之乐，都是
由“诗”而兴发其性情，由“礼”而立稳其身，由“乐 ”而凝聚成性。 兴诗—立礼—成乐此等三联式，构成
中国民族独有的人生历程与艺术 、审美观念。这是中国“礼—乐”文化源头发生之“要素组成 ”结构。 此
绝异于西方逻辑推演之三段论，也绝异其认识论之三项式： “感性—知性—理性”之层递过程。
两千多年来，对此三联式，注释家们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广阔背景，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注释。 近人
钱穆先生（ 1895—1990） 则综合前人之诸多成果，尤其是朱子的成果，作出了综合而系统的解说。 下面，
我们先看看钱穆之综合性的条分缕析 ，以见此三联式之实践型心性生命力，及其独具之人格结构、文化
精神。
1．“兴于诗： 兴，起义。诗本性情，其言易知，吟咏之间，抑扬反复，感人易入。 故学者之能发起其心
志而不能自已者，每于诗得之”（ 钱穆，“新解 ”207） 。 其间值得注意者有三个方面： 一是“诗本性情 ”。
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与人格结构中的“性情”是什么？ 这绝非一个漂忽不定的油滑观念，更非西方文化中
所具有的观念。西方文化在理性统辖下，探求真美善、知情意，而绝不在理性流程中和人格结构中讲究
什么“性情”。这个“性情”观念，是中国心性文化中之特有观念。 乃至可以说，它就是中国文化精神之
本、中国民族人格结构之整全性的内部蕴含 。中国诗歌之纲领，曰“诗言志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诗
者志也。“诗本性情”之大义在于： 人之“喜怒哀乐 ”由未发而又及于“已发”。“未发—已发 ”构成性情
之中与和。《中庸》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朱子注曰： “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 也，无所偏倚，故谓中。 发皆中节，情之
獉
獉
獉獉
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 皆由此出，道之体 也。 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
獉
獉獉獉獉 獉獉獉獉
獉獉獉
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 ”（ 朱熹 18） 。 性情之未发与已发，构成
獉獉獉
“大本”与“达道 ”； 大本，是道之体； 达道，是道之用。 故“诗本性情 ”，则蕴含着中国民族特有的心性
“体—用”论： “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由大本出 （ 道之体） ，“循性—天下古今所共由 ”，由达道发。 在中
国民族中，诗是用来“修心—养性”的，故有“诗之为经”也（ 《诗经 》） 。 在此等地方，要识别一个大误区，
便是把中国诗与西方诗等价起来 ，且完全等价于西方认识论之开端环节 ： 曰“感性论 ”。 其实，在中国民
族生命中，“兴于诗”的意蕴及其巨大价值，远非“感性论 ”可比拟也，原因就在于它是“经 ”，是“立身成
乐”之发端结构。二是“其言易知 ”，而感悟其底蕴者难。 何故？ 就在于人之性情，难以道尽也。 三、是
“吟咏之间，抑扬反复”，才能“感人易入”。“吟咏—抑物—反复”是悟诗底蕴的唯一方式，唯其才能“摇
荡性情”与发起心志，此曰： 生命意蕴之启动也。
2．“立于礼： 礼以恭敬辞让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学者之能卓然自足，不为事物所摇夺者，每于
礼得之”（ 钱穆，“新解”207） 。
在西方文化体系之构成中，没有什么“礼”的观念。而中国文化恰好相反，亦可曰“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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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有三分： 礼之本、礼之文、礼之事。礼之本曰： “恭敬辞让”； 礼之文曰： “节文度数”； 礼之事曰： “朝
庙、家庭、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冠昏、丧祭［……］”。故注释家程树德曰： “事有适宜，物有节文。 学之
而德性以定。身世有准，可据可行，无所摇夺，是立于礼”也 （ 程树德 531） 。其最最为根本的，是礼之本
獉獉獉獉
（ 心性之恭敬辞让） ，亦曰礼之体； 其文、其事则是礼之用。 礼是中国民族的社会交际的行为道德规范，
亦是天道之序，但又不是康德式的、全由先验理性而来的“绝对律令 ”。 前者是“礼—乐 ”一体结构中的
“礼”，后者是严酷理性的命令，无“乐”可以反哺。 其次，礼不是宗教，但又胜于宗教。 它虽来源巫术礼
仪，但又脱尽巫之幻像，人化为礼成为一种“天道 ”了。 中国民族曰“礼—乐 ”民族，中国文化曰“礼—
乐”文化，其特征是： 以礼为德，防邪摇夺。 故以礼之文、礼之事贯彻于日常生活中，使人之日常洒扫应
对、进退揖让，皆有度有节，而非禽兽一般的本能“刺激—反应 ”方式，这是“人性 ”告别“兽性 ”，走向文
明的基本方式，亦是日常生活中，“人之所以为人 ”的规范、举止。 钱穆说，中国学问，其内容主要是“人
与人相处”、“心与心相通”，而其基础则是那人人必备的“礼之本”（ 恭敬辞让） ，唯有先“立身 ”然后才能
如此。如果像西方人说的： 别人都是狼 （ 或商品社会之商品 ） ，人与人何能“相处 ”？ 心与心又何能“相
通”？ 故中国民族的“礼之体”与“礼之用”，则能造就出独具心性文明的中国人 。
“礼之本”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乐记》曰礼者理 也 （ 音义皆同 ） 。 此“理 ”是人世间之理，而非“物之
獉
理”（ 于物，无所谓礼） 。但人之理，又可以统辖物之理，这是进一层说。《中庸 》之“尊德性而道问学 ”之
大律即由此而出。宋儒把这提升简化为“德性之知 ”与“闻见之知 ”（ 即知识被统辖于道德 ） 。 所谓“天
理流行”（ “天理”概念首出《乐记》） ，虽是“道体”之旨，但与此“礼 / 理”，却绝不可分割。“礼”—“理 ”一
獉
旦相互融通，它的诗情心性大千世界，将是极为美丽而广阔的。 对比于西方之“理 ”，纯是因果律之推
导； 理者即“原因—结果”之运行通道也，纯属人之智思方式，故有逻辑推导之理、数学之理、物理学之理
等等，皆与人之道德行为、人格、品性无关。故中国人之理，是“天道—人道 ”（ 人道统天道———尽性知人
则知天） 之理，又曰“道理”； 西方人之理； 是求因果之理（ 求真去假之理 ） ，故曰“真理 ”。 中国人之理，遍
于世俗，皆由日常举止、行为滋润养育 （ 由兴诗而来 ） ； 西方人之理，尽在扬弃感性、情欲之智思中纯化、
提升而成。故在中国文化中，绝对没有什么纯粹理性可说，它总是背负着世俗之德性与品味，“披星戴
月”流光一串。中西不同之“理”，如若相混、或等价齐观，或以西代中等等，其所带来的灾难，在学思上，
将是难以估价的，诸如大谈什么“巫术礼仪”理性化，孔孟“仁学 ”理性化等等，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
广泛移用西方之“理性”化，其蔽在于中西不辨也。
3．“成于乐： 乐者，
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学其俯仰疾徐、周旋进退起迄之节，可以劳其筋骨，使不至怠惰
废弛（ A） 。束其血脉，使不至猛厉偾 （ 愤） 起（ B） 。而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
“新解”207） 。
滓（ C） 。学者之所以至于仁精义熟，
而和顺于道德者，
每于乐得之。是学之成（ D） ”（ 钱穆，
此段关于“乐”之注释，
是钱先生综合各家之说，
而又独出心蕴的一段精萃名言。此间的“乐”，既是工
具手段（ yuè） ，
又是心性本体（ lè） ； 既是歌，
又是舞； 更是一种由礼而来的“俯仰疾徐—周旋进退”； “声依咏，
律和声”，
故又是诗，
此间的“乐”，
实是一个终成环节，
是“诗—礼—乐”的综合体，
即三联式之最高境界。
现代心理学遇上了一个大难题： 人之“生理能 ”如何过渡到 （ 转化为） “心理能 ”？ 这也是现代意识
论之大难题，以及人类审美中，生理快感如何转化为美感和道德感的大问题 。 看看钱氏之综合分析，即
能大彻大悟（ 西方脑文化主大脑反映，中国心文化主身心贯通 ） 。 上面引语中之 ABCD 四项，即是一个
有层有序过程与前后相互叠合、相互融通的整体。
CD 两项，是“乐”之终成境界，是“生理能”向“心理能”转化之完成，亦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 ”
而完全区别于“西方人之所以为西方人”之关键环节。 这是中国民族文化中之心性体用论（ “诗—礼—
乐”之道、之本，即为体，“诗歌—礼仪—歌舞”即为用。即体即用，体用一如。 黄梨洲曰： 心无本体，工夫
所至，即为本体） 。此绝异于西方之认识论（ 感性—知性—理性 / 主体—客体） ，及其本体论 （ 以逻辑演绎
所追求之世界最高原因或本原 ） 。 心性体用论，即“经 ”之体用论，而六经又异体同用 （ 诗礼乐是经，诗
句、礼仪、音乐是用） ，此即诗礼乐之互逆贯通也（ 详下） 。这种“六经异体同用”之中国心性文化，全异于
西方因果律文化。如果在此等地方，显露盲点，那么中西学科形态之差别，将全部乱了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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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礼—乐”与美学学科形态

（ 图一）

在此要补充钱氏所未及的方面，以见“乐”之大境。
1．“礼—乐”起源之天地境界。
中国民族的“礼—乐”是怎样发生的？ 真的是统治者的虚伪与侈奢么？ 《乐记》曰： “天高地下，万物
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 兴焉。［……］乐者敦和，率律而从天； 礼者别宜，居鬼而
獉
獉
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 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 天地各得其职 ） ”。 礼辨天下之异，乐统
天下之同。天地万物皆由“异—同 ”者组成，从本原上，能治天下者，唯礼乐矣。 又曰“乐者，天地之和
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万物皆化； 序，故群物皆别。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 过制则乱，过作则暴。
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乐记 》） 。 本来，礼是人之行为规范，乐是人之心理状态 （ 或诗歌舞 ） ，皆
人界事也。但人道本于天道（ 万物滋生于天） ，天道又统辖于人道（ 尽心 / 尽性知天） ，天人一体也。 这是
礼乐发生之最高视界，故而才有“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 礼也者，理 之不可变者也。乐统同，礼辨异。
獉
獉
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 《乐记》） 。由此即知，在中国民族，人之合理存在方式，即礼乐皆备也。
2． 古人成材之身心实践方式。
程伊川曰： “古人之乐，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歌咏 所以养其性情，舞蹈 所以养其血脉。
獉獉
獉 獉獉
獉 獉獉
獉獉 獉獉
獉獉
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 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 《二程遗书 》） 。 古人成材，有赖于
“乐”，此乐以“声音—采色—歌咏—舞蹈 ”，养其“耳—目—性情—血脉 ”，使之成为一个活泼泼的人类
生灵。此绝异于西方文化发端于“质料—形式 ”二重结构中之“形式 ”理性。 西方之艺术 （ 含美学 ） ，即
是此等“形式理性”的产物，故多是“视觉 ”艺术 （ 幻像、理想也多为视觉功能所统辖或转译 ） ，故莎士比
亚曰： “眼睛是人类灵魂的窗户 ”。 而歌德则有更深入的论述，他说“眼睛是我们借之而拥有世界的器
官”，这正像《浮士德》中守望人林奎斯一样“为观看而诞生，为瞭望而尽责 ”。 在《色彩学 》序言中，歌德
又说： “每看一眼，都导致一次审查，都导致一次反思，都导致一次综合； 我们由此可以说，在对世界的每
一次注目中，我们就已经进行理论活动了”（ 卡西尔 98 － 99） 。 由此可知，西方人，是由“眼睛［……］而
拥有世界”的，他们“每看一眼，都导致一次审查”、“一次反思”、“一次综合 ”； 每一次注目，都是一种“理
论活动”。由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话，即可知西方艺术审美的主要器官，即为视觉，它与“质料—形式 ”一
体结构中的“形式”层，是相互依存的对立物，故失去“形式 ”，眼睛则毫无意义； 反之，若失去眼睛，形式
也毫无意义。这是西方人“形式”理性 （ 或曰“眼睛 ”之视觉理性 ） 之本质特征，它完全区别于中国民族
的“诗—歌—舞—乐”（ 养耳、养目、养血气—养性情） 之综合性特征 （ 顺便指出： 今天中国大陆又有一批
人在全力簇拥推出什么“视觉艺术”，乃至于本体化、神秘化。 论者也许并未认识到： 这种时髦一旦离开
西方所本有的“形式”理性的支撑，便会成为一种浅陋而幼稚的魔术） 。在此等地方，谈论中西学科形态
之区别（ 如中国古代美学［乐学 ］，与西方美学之别 ） 则毋庸多言。 多一句，都是废话。 西方学问只“养
目”（ 眼神经与小脑神经相通，是智思之通道） ，然后再转译、扩散至“手—耳”，不像中国学问———心性之
学（ 养目—养耳—养血气—养性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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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诗、礼易晓，成乐之理难明。
《四书翼注》曰： “兴诗立礼易晓，成于乐之理甚微（ 妙） 。盖古人之声，以乐第一事。舜教胄子，欲其
直温宽简，不过取必于依咏和声数语”（ 程树德 531） 。此注曰： “兴诗立礼易晓，成于乐之理甚微 ”，这大
体抓住了要害，所谓“兴诗立礼易晓 ”，是指“诗—礼 ”之用方面，至于其体 （ 其本、其道 ） ，则未必然； 而
“成于乐之理甚微”，这确是的论。“成于乐之理”甚微，微在何处？ 则会使人昏昏然———“知其然而不知
獉
其所以然”。世间的事，最难深入了解、把握者，莫过于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谜中，此即《易
传》曰： “百姓日用而不知”也。中国文化中之大学问，即潜藏在此“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世俗习惯与乐趣
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之妙谛即在其中。
4．“诗言志”说，是中国“诗教”之总纲（ 乐学亦是乐教） 。
中国诗学（ 诗教） 之总纲，传统皆称《尚书·舜典》： “帝曰： 虁！ 命汝典乐，教胄子［儿童 ］，直［正直］
而温［和］，宽［大］而栗［谨慎］； 刚［敬］而无虐［粗暴］，简［约］而无傲 （ A）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
律和声 （ B）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 C） 。 虁曰： ‘於，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 D） ”。 由上看来，中国
自古以来之“诗—歌—舞”（ 乐 ） 皆是为了“教胄子 ”，塑造其完美的二极中和性格，并非为了思辩和理
论，此即 A 点所示； B 点，是历代文人论客所惯熟的“诗学总纲”———“诗言志 ”说； C 点，是中国诗学 （ 诗
教） 之道德形上学（ “神人以和 ”/ 天人一体 /“天命—心性 ”相贯通 ） ，D 点，是诗、歌、舞之合一观。 由上
看来，中国没有什么“诗学”（ 诗之为学） 可言，只有“诗之为教 ”（ 教胄子 ） 为其宗旨。 这是实践型诗教，
故又曰“诗经”（ 《诗经》，即诗之为经，从属于六经） 。《诗大序》有： “言之不足，故长言之。 长言之不足，
故嗟叹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中国之诗，总在“不足”中充满开放性的蓬勃生机 （ 熊十
力说，中国哲学是“尽性”之哲学。这个“尽”字，有无穷之底蕴，故“不足”者，“尽”之过程也 ） ，必须口耳
鼻舌身，五官皆至而后知其味，这哪里是“诗学”（ 诗之为学） ？ 更非西方式之诗学也。 中国之文化，是从
属于“教”的。何谓“教”？ 《中庸 》曰： “修道之谓教 ”。 教，不是今人的一种职务，而是为了“传道—修
道”，传人成材，并非为了理论之需要，故曰“教化”。（ 牟宗三把中国文化中即六经中之“教 ”，视作一种
哲学观，即“实践的智慧学 ”，但近人说，“这是意识形态化 ”。 大谬矣 ） 。 孔夫子一生，弟子三千，皆为
“有教无类”，境界何其高远也； 而又“寓教于乐 ”，真千古圣人也，圣师也。 此中国民族之“乐 ”，比西方
之艺术、审美之愉悦，要丰满得多了。西方人之“教”，是使智思发展成熟，获得更多的“知识 ”，故培根曰
“知识就是力量”。概而言之，即使是中国之诗学 （ 诗教 ） 总纲，都是： 一、塑造理想人格，使人成材，二、
“诗—歌—舞”一体，即为乐（ 既是 yuè，又是 lè） ； 乐（ yuè） 即音乐，乐器； 乐 （ lè） ，即心性融乐 （ 快乐 ） 。 前
者为用，后者为体。即体即用，体用一如。这与“诗—礼”之体用关系一样。
综合以上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为何能成为儒家建构哲学体系的基本纲领呢，就在于
“诗—礼—乐”皆源于“天命一心性”相贯通之道，此道又曰“天道—人道 ”相融合之道 （ 天道统辖于人道
中———尽性知心则知天） 。这是“诗—礼—乐”之最高统一性。其次，诗—礼—乐三者各有其体，也各有
其用； 体与体之间相互生辉，依次终成； 用与用之间，交织融合为一体，生成最有效的实践手段与方式。
以图示之，即是：

（ 图二）

由上图，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诗—礼—乐 ”之一体结构，皆贯通于中国心性哲学之道（ “天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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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道） 中，综合体如此，分别体也如此，相互融通而为一流程。（ “兴诗”是为“立礼”、“成乐 ”/ 立礼—
成乐皆源于兴诗） 。二、“诗—礼—乐”皆有其体 / 用。体用一如，依靠工夫论（ 体—工夫—用） ，才能相互
过渡，转化。兴诗之工夫： “吟咏之间，抑扬反复 ”； 立礼之工夫： 节文度数，进退揖让； 成乐之工夫； 八音
之节，更唱迭和。工夫者，诗礼乐之心性实践方式也。由第一点可知，绝不能把“诗—礼—乐 ”分成什么
“感性—道德—宗教”阶段，更不能分成简陋的“感性—理性 ”阶段。 若把西方的一切认识论范畴、概念
运用其中，那都是牛头对马嘴。由第二个结论即知： 工夫论只有中国心性哲学所独具，是化体成用，转用
为体的心性实践行为，此等实践行为不是孤立之个体的，而是由历代个体 （ 或圣人 ） 积累 （ 修道之谓教 ）
而来的，此可曰类之工夫论。此等工夫论又曰“教 ”，故中国有诗教、礼教、乐教 （ 中国美学亦应是乐学、
乐教） 等等，六经皆教也。《礼记·经解》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 也； 疏通
獉獉
知远，书教也； 广博［经之无不包］易良［情之无不顺 ］，乐教也； 洁净精微，易教也； 恭俭庄敬，礼教也； 属
獉獉
辞比事，春秋教也。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侈，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教 ”之严正定
獉獉
义，应是《中庸》之规范：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道—教 ”是一码事。 朱子注曰：
獉獉
獉
獉
獉
“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 （ 教 ）
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 《四书章句集注》） 。教之内容方面，是“性—道 ”（ 防其偏邪即是诗愚、书
淫、乐侈、易贼、礼烦、春秋乱） ； 其形式，是“品节”； 其功效，是“法于天下 ”。 由于“六经皆教也”———“修
道之谓教”———教之“品节”（ 防邪 ） 而又“法于天下 ”，即知中国民族之教，是何等伟大而又庄严的“传
道”实践方式（ 韩愈曰：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 。 从传道方面看，是教； 从哲学方面看，则是工夫
论。于此地进行中西对比，则情趣绝然相异： 一、西方亦有教，但其教只及知识传授，而不及“性—道 ”；
二、
西方无工夫论可言，唐君毅先生说，这是西方人的悲剧（ 若有工夫论则可挽救许多危机 ） 。 三、由一、
二两点，即可断言： 中国既不会有西方式的哲学，更不会有西方式的美学和诗学，有的只是心性哲学 （ 人
生哲学） 、乐学和诗教（ 乐学亦可曰“乐教 ”） ，乐教之广博易良 （ 经之无不包，情之无不顺 ） ，即可见其龙
虎气象，而大别于西方静观之美学矣） 。
5．“诗—礼—乐”何以能贯通“六经”。
孔夫子定六经，为何只教三经“诗—礼—乐”？ 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说明： 一是“兴诗—立礼—成乐 ”，
三联式已构成心性流程中一个自足结构体 ，其他三经（ 书、春秋、易 ） 可以分别融入其内。 这是一种逻辑
分析。二是据注释家程树德所搜索的资料看，有曰： 孔子不教《易 》和《春秋》； 《书 》，成德之后皆自学
也。为何不教“易和春秋”？ 如果从教之工夫论去看，《易 》属理论，象征、比附之学，难以切合于实践之
工夫论（ 在孔子之教学中，“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即知《易 》之难） ； “诗亡，然后春秋作 ”（ 孟子 ） ，诗
与春秋异体同用； 加之《春秋》是孔夫子之所作，属于判断是非之“道德律令 ”，孔子因“寓教于乐 ”，绝不
就空演讲，而那是非之念，皆可入“诗礼乐”中； 至于《书》，内容大多是上古政事，典谟誓诰，佶屈聱牙 （ 韩
愈《进学解》曰： “周诰殷盘，佶屈聱牙”） ，“成德”后再自学，也许会有更多、更深的体会。 而注释家孙希
旦则曰： “而易［经］则义理精微，非天资之高者不足以语此； 《春秋》藏于史官，非世胄之贵或亦莫得而尽
见也”（ 孙希旦 1254） 。此论亦可备一说矣。
六经之间的关系，历史上有多种简化说法，先看钱穆之归纳分析： “诗、书者，古人书籍之两大别也。
不曰诗、书，即曰‘礼乐’。诗、书言其体、‘礼乐’言其用，书即礼也，诗即乐也。诗之为乐易明，书之为礼
难晓［……］舍礼外无法令，舍礼外无历史［……］古人学问可一字尽之，曰唯礼而已。［……］古人言
学，皆指诗、书、礼乐 ”（ 钱穆，“国学概论 ”22） ，“六经其教虽异，以礼为本 ”（ 朱彬 736） ，“《诗 》与《春
秋》，异体而同用”（ 焦竑 145） 。一般言之，是“诗书为体，礼乐为用 ”。 需补充言者，是理解“诗与春秋，
异体而同用”，以及“六经之中，唯《易》包众理，事事可通”（ 《四库提要 》） 的道理。 故六经中之条理、错
合，能显其龙脉虎势者，当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之三联式，为最佳之范式了。 故孔夫子言之
曰：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皆有其广大而深层之谋虑也。孔夫子带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艺 （ 六经 ） 者
仅 72 人。这里的“身通六艺”，实际上是身通三艺“兴诗—立礼—成乐”而已，而书、易、春秋则融通渗透
于“诗礼乐”之中了。
· 11·

文艺理论研究 2012 年第 4 期

6．“乐是心之本体”，中国文化之最高辉煌。
在中国心性文化体系中，“礼—乐 ”一体结构，是其核心环节。 其大义有二： 一是礼乐可以互为体
用，
一是历史发展阶段中之社会存在形式 （ 周公制礼作乐，周代即为“礼—乐 ”之社会制度 ） 。 故中国文
化形态，既可说，归于一个“礼 ”字，亦可说归于一个“乐 ”字（ 《乐记 》曰： 礼由外作，乐由中出 ） ，礼，是行
为规范； 乐，是心理状态。内外一体也。礼，有“威仪三千”，各含其妙； 乐，有乐语、乐舞、乐德等等，各有
修心养性之效。礼仪（ 容貌、举止） 三千，难以道尽； 乐 （ 乐舞、音乐 ） 之基本情趣、韵味，皆由喜怒哀乐融
化、转译而来，故必有其大体范式。太史公《乐书》谓：

（ 图三）

司马迁曰： 乐音之“道—器”一体，“形上—形下 ”互见，并非某人之发明，而是“自古相传之语 ”，即
一种“乐”情的历史传统与范式。由此足见中国民族之乐 （ 音乐、诗歌舞与乐情、乐趣、乐心 ） ，总是“形
上—形下”难解难分，“道—器”一体，故成为中国民族血脉灵气跳动、奔腾的节奏与方式。
如果检索中国民族几千年来关于“乐”（ 心性之乐） 之发展形态，简而言之，即是如下之简化形式 （ 环
节） ：

（ 图四）

对上图要加以说明几点。一是“礼乐 （ 形上 / 形下 ） ”之综合体环节，包含“诗言志 ”说之总纲与“周
代之‘礼—乐’社会结构”两个久远的历史时代。“诗言志 ”说（ 《尚书 · 舜典 》） 所概括者是中国几千年
前上古时代之“巫师—礼仪”文化（ “歌—乐—舞”一体） ； 而“周代之‘礼—乐’社会结构”形态，亦前后达
一千多年（ 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至礼崩乐坏之春秋战国时代 ） 。 二、《乐记 》之内容，远不止是论形下之
乐器（ 音乐歌舞） ，而是从心性哲学的高度，对乐进行形上之提炼、升华。注释家孙希旦说： “乐（ 乐经 ） 以
义理为本，以器数为用。古者乐为六艺之一，小学、大学莫不以此为教，人人之所习也，独其义理之精有
未易知者，故此篇专言义理而不及器数 ”（ 孙希旦 975 － 76） 。 此言《乐记 》是“专言义理而不及器数 ”。
乐之义理者，即乐之形而上之道也，故是“本”，而不是“器”。此即朱光潜先生所说“它 （ 乐记 ） 是中国美
学的开山祖”，宗白华则说“《乐记》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的 （ 美学 ） 体系，对后世影响极大”。《乐记 》即
可说是“乐之心性哲学”也。这比之西方美学 （ 哲学之美学 ） ，亦多有相应近似之处； 除“乐学 ”（ 乐之心
性哲学） 之外，中国民族之其他任何学说、作品，皆难以进入哲学“美学”之列。如果真的要寻求什么“中
国美学”，除了这“乐学”之启示外，再无他途可走。 如果死抓住这个“美 ”字去建构“中国美学 ”，那么，
其结果，正如死抓住一个“真”字，或“善”字去建构“中国科学”、或“中国伦理学”一样（ 以西方之“真”去
建构“中国科学”，以西方之善去建构“中国伦理学 ”，这种笑料谁敢挨边！ 唯独，以西方之“美 ”去建构
“中国美学”尚残留神圣光彩） 。笔者认为，如果不摈弃西方之“真善美”三分结构、范畴，那么，要建构与
西方相应的中国美学学科形态，那必然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无法建立起来，即使是“移花接木 ”亦无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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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事也。三、“终成于心之本体”环节，是由儒家之“孔颜之乐”发端的，此孔颜之乐的重大意义在于两个
方面： 一是以乐定性中国心性哲学之调质 ，正如西方哲学以真美善三分结构定其调质一样。 在中国，是
心性哲学之“乐学”； 在西方，是认识论哲学之“美学”（ 感性学） ，二者相近而又相异，但绝不等同。 这正
如穿衣、住房一样，在中国，是唐装、四合院； 在西方，是西装、洋房。 当今之学科形态，正是以西装代唐
装，以洋房取代中土四合院。二是“孔颜之乐 ”，是宋儒建构心性哲学体系的突破口。 周敦颐传道授业
于二程时，即以此为心性流程“开—合 ”之关键环节，否则便是邪道。“孔颜之乐 ”，自从《论语 》问世之
后至宋明时代，其谜底则成为一千多年来历史之公案，其深远大义，令人叹止，至明儒王心斋 （ 1483—
1541） 谱写了壮丽的“乐学歌”以及王阳明确证“乐是心之本体”（ 一言定乾坤） 之后，“乐学 ”在骨架上终
成一门从属于中国心性哲学之学科形态 。
孔夫子论《诗经》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此“思无邪”（ “归于正 ”） ，是中国文化
精神之最高标尺，亦是中国人实践行为之最高典范 。此等开辟天地、精神划界的普通语言（ 《经 》之范式
语言） ，完全可以等价于柏拉图的“理型（ 相） 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在西方文化中的巨大作用。
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三联式，是中国六经精神之简化与凝聚，比“思无邪 ”更广泛、更深远，也
更积极。“诗—礼—乐”，是中国文化精神、心性世界极其壮观的“大一统 ”天下，这比亚氏之“四因说 ”
对西方文化的奠基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矣。

三、尾声：美学学科形态建构中的一种简明理论之旁证
在建构中土美学学科形态时，牟宗三先生的观点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由于篇幅之限，在这里只能作
一简说。牟氏是一代卓著的中西哲学相汇通的大师 。他以一人之力先后翻译完康德的第一、二批判之
后，时至晚年又奋力翻译完第三批判 。按牟先生的个性、习惯，大凡每译完一书，皆必有一论著作为“消
化”译书之用（ 亦即中西贯通之用） （ 此是译事之鬼门关） 。消化第一批判的是《现象与物自身 》，消化第
二批判的是《圆善论》，消化第三批判的是译书上卷之卷首“商榷”长文 （ 达六七万字 ） ，与先后两次讲演
录（ 《康德美学讲演录》、《康德第三批判讲演录 》，共达 30 余万字。 但未见载于牟氏 32 册之全集中 ） 。
“商榷”长文，是在两次讲演录基础上写成，但隐没了许多闪光之点。“商榷 ”长文，谨严、局束，欲说还
休； 讲演录，则原汁原味，开怀畅谈，海阔天空，飞沙走石，足可见其一连串之“真知灼见 ”，以及辽阔而深
邃的学识底座，启悟良多。概而言之，牟氏之中西美学观念或学科形态之建构，即集中体现于其真善美
之“分别说”，与真善美之“合一说 ”上 （ 简称分别说、合一说 ） 。 牟氏以分别说 （ 真有真相，善有善相，美
有美相） ，厘析与通透了西方美学。但在康德美学中，他见出了此“分别说 ”遇上了大难题，产生了严重
的阻碍，即美无法“沟通”真与善。牟氏学思于此作了大转折，唯有回到中土王龙溪的“四无”理论（ 无心
獉
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 ） 以及孔夫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
獉獉
獉
獉獉
獉
獉獉
獉
獉獉
于乐”的理论轴心上，才能达成“合一说”（ 其境界为： 一方面，真无真相，善无善相，美无美相； 另一方面，
则又真、又善、又美，三相融乎一体） ，也才能走出康德美学中的大困境。 牟氏说，这不是“沟通 ”真善美
之法，而是“贯通”真善美之法。牟氏弃“沟通 ”而取“贯通 ”，但他在反反复复的“欲说还休 ”中，最终却
没有拈出一个自家最确凿的生命贯通一体的理论来 ，而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移花接木 ”理论。 其学科
构架即是判然二分的两大截： 分别说 （ 西方之树叶 ） + 合一说 （ 中土之底盘 ） 。 这是移西方“真善美 ”之
花，稼接于中土合一说（ 四无 / 乐） 之木上。 简言之，牟氏关于学科形态之总体观点是： 必须以合一说消
解分别说，这是颇具启悟性灵的卓识； 但又以分别说强粘于中土文化中（ “美—乐”境界不畅通 ） ，这是理
论欠彻底（ 应由“合一说”全幅打开，由中土的“成于乐”包容、统辖真善美 ） ，而必然导致的层次错位，以
及异质文化之相混不分，致使血脉难以贯通。牟氏此等卓著大师，在中土美学学科的建构学思上之成败
的教训，足以令人深思矣。故本文之结论是： 一、欲建构中土美学学科之形态，必须首先要区分中西文化
之异质性，若无此等全局性之区分，仅是表层比附，照仿、移用，那必然是商品市场上的“仿制品 ”（ 借鉴
獉獉獉
只能是形式结构） 。二、学科形态的建构，必须从本土文化根系开始，拓源开流，弄清中西文化根系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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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与异同。切忌： 以几条名言、语录开路，大搞“即兴成学”，其套式是： 现代时髦用语（ 发端 ） + 海德格尔
名言（ 西方） + 老子格名（ 中土） = × × 学。 此类学问 （ 学科 ） ，是一种“多、快、便、省 ”的速成学问，只能
凑一时之热闹，而无人生之社会之大用。 孟子曰：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 ”。 若能以仁义之
獉獉
力，把这野“放”出去的“心”（ “放心”） 收将回来，才会有真正学问的繁荣。
梁启超早在 20 世纪初便说：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唯史学”（ 《中国之旧史
学》） 。就社会科学来说，唯有史学才是中土之本根本原形态，其余都是舶来品。 因而建构中土学科形
态，结束近百年来“西方 × × 学在中国 ”之殖民局面，是一项艰难的事业，需要志士仁人长时间的耕耘、
探索； 而商品时代的急功近利观念，与学人习性之“即兴成学”，皆有害而无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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